
一、问题的所在

　　日本洋学史，外来词语学家杉本孜（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在一篇题为“北京学术慕情”的随笔中，

以这样一段文字做了收尾:“然而，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沈括的《梦溪笔谈》等，与《解体新书》的

关联至为密切。在检讨比较日中时，可见明代，清代中国理化学，科学关系的书籍给予日本的恩惠，

真可谓比山还高比海还深，我等唯有感戴之情而已1
”。撇开其文学性的描述不论，其言所及，无疑符

合历史的事实。此处所谓明清中国的理化学、科学关系的书籍，主要是指以《几何原本》为代表、日后

给予东亚汉字文化圈诸国深远影响的一系列汉译西学书籍。

　　公元前三世纪初，在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Age）文化中心地，位于尼罗河口的托勒密朝王都亚历山大

城，欧几里德完成了其集古希腊数学之大成的十三卷本几何学著作《原论》（  ）。

两千多年来，其由定义（Definitions）、公设（Postulates）以及公理即共通概念（common notions）构筑起的

严密的演绎体系，远超出数学这一狭隘的专门领域，极大地影响着文明社会的走向。

　　明末万历三十五年、公元一六○七年，由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与

明末期的官僚学者、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者徐光启（1562-1633）合作翻译，并于北京刊刻的六卷本《几

何原本》，正是欧氏《原论》第一部正式的汉文译本。但利、徐所依据的底本，并非欧氏的希腊文原著，

而是利玛窦的数学之师，享有“十六世纪的欧几里德”之誉的克拉维乌斯（Christopher Clavius, 1537-

1612），即“丁先生”注解、编撰的十五卷本拉丁文版《原论》（Elementorum Libri XV.）2。总之，作为史

上第一部正式的汉译西学书，《几何原本》及其一系列的汉译西学书，不仅对后世的中国，而且对汉字

文化圈的东亚各国，都给予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

　　本稿旨在阐述《几何原本》成立的知性以及社会背景的基础上，通过讨论诸如“点”、“线”、“面”

等几何学概念的翻译与成立经纬，探讨由定义、公设以及公理（共通概念）所体现的公理思想（概念）

在汉文语境里的思想意涵，并由此进一步来探讨其在东亚的传播及其影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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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与翻译

　　一般而言，任何文明，无论如何标致独自的文化渊源及其体系，本质上可以说都不外是各种文化

交涉融合的结果。史实表明，除文字发明前的史前期，早期文明的承继与发展须靠口头以及经验的实

际传承外；文字诞生后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居间沟通各种文明的，正是包括口译在内的翻译这一知性

活动。

　　作为不同文明间的中介手段，翻译尽管常常导致误会，引发歧义，但其给予历史进程的深刻的影

响，却有目共睹，难以否定。譬如，假设虽然在历史研究里不具意味，但从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来看，

倘若没有十二世纪西欧的大翻译运动，即因哈斯金斯命名而广为人知的十二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则很

难想像其后欧洲十四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以及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发生。因为在十二世纪，

“新的知识开始大量传入欧洲，这些知识部分是由意大利和西西里传入，但主要是从通过西班牙的阿

拉伯学者。这些知识包括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以及希腊医生的著作，新算术，以及在黑暗

时代一直处于湮没无闻状态的罗马法文本。除了有关三角形和圆周的几个基本命题外，平面和立体几

何学方面的书籍，开始成为欧洲学校和高等院校的教学内容”。 3  “其影响之大，以至于十三世纪改变了

欧洲的思想”。 4  以罗伯特·古洛塞特斯特（Robert Grosseteste, 1168?-1253?）以及罗杰·培根（loger Becon, 

1219-1292）师徒为代表的欧洲十三世纪方法论革命，以及经院哲学的最高理论体系，托马斯·阿奎奈

（Tomas Aquinas, 1225-1274）的《神学大全》，都不外是这种历史知性背景的产物。在此前后，我们甚至

还可指出八世纪后半至九世纪的卡洛琳朝文艺复兴运动（Carolingian Renaissance），尤其是公元八世纪以

后，持续数世纪之久的伊斯兰世界对古希腊文明的全面继承与传播活动。 5 也即是说，十二世紀以降，

由于包括亚里斯多德、柏拉图、欧几里得在内的古典希腊以及希腊化时代的各种著作文献，不断从阿

拉伯语、叙利亚语乃至波斯语中被迻译到拉丁语以及其他欧洲语言中，不仅极大地开拓了其时欧洲知

识阶层的视野，而且强烈地刺激了他们的求知欲以及科学研究的意欲，从而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和变

化的作用。

　　翻译在历史中的作用，类似的现象我们还可举出以唐代玄奘（600～664）为代表的、前后长达近千

年之久的汉土佛经翻译活动；以利玛窦和徐光启为代表的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活动;以严复（1853～

1921）、西周（1829～1897）等为代表的东亚诸国翻译近代西方学术的活动等等。史实表明，这些知性

活动，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其结果都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社会以及后世历史的走向。颇堪玩味的是，在

上述各时期的翻译活动中，除玄奘等外，直至二十世纪初期，大都是采外国人口译，中国士人笔受的间

接译法

6。自其诞生，至今仍盛名不衰的欧几里德几何学名著《原论》7，正是循此途径被迻译到汉文里来的。

　

三、欧几里得《原论》及其版本流传问题

    如果说，古希腊理性精神的最高表现是其哲学思想的话，那么为之奠基的正是古希腊的数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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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毕达哥拉斯以及柏拉图等，在古希腊哲学家同时也为数学家的例子，我们可谓耳熟能详，毋须枚举。

诚然，虽说伴随着人类早期文明的发生，各个文明圈都产生了与其文化传承相应的数学及其思想，但

是将数学提升到“科学”的高度，即在定义、公设以及公理的界定下来证明各种命题这一严密的演绎体

系，无疑是古希腊人“这一令人惊叹的民族”（康德语）的独特贡献。而集古希腊数学之大成的欧氏

《原论》，正是古希腊数学最高峰的代表作，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两千多年来至今犹在。

    其内容可图示如下：

　　全十三卷中，第一至第六卷为平面几何学；第七至第九卷为算数（或数论）；第十卷为无理量论

（不可通约量论）；第十一至第十三卷为立体几何学。《原论》除第一卷有定义，公设和公理的说明外，

其他十二卷均无公设和公理说明，第八、九、十二和十三卷甚至未设定义，而只有命题。这是由于第

一卷已有定义、公设和公理的说明，其他命题的证明皆可仿此而行的缘故。在此，定义是用于确定数

学用语的含意，比如“点者无分（点是没有部分的）”，“线有长无广（线只有长度没有宽度）”等；公设

（求作）则是作题的要求，所以“求作者不得言不可作”，如从“由任意一点到另外任意一点画一直线”

开始，到著名的欧氏第五公设平行公理的原始等价命题（“同平面内一条直线和另外两条直线相交，若

在某一侧的两个内角的和小于二直角的和，则这二直线经无限延长后在这一侧相交”。值得注目的是，

日后直接引发了非欧几里得几何诞生的此一公设，在利徐《几何原本》中未被译出）；公理，亦即共通

概念，所以“公論者不可疑”。比如“设有诸度，各与他度等，则诸度彼此自相等（等于同量的量彼此相

等）”，“整体大于部分”等。

　　欧氏《原论》成书至今两千多年来，包括欧氏本人的生平（虽然缺乏决定性史料）在内，对《原论》

的注解及其版本的流传状况的研究，已经俨然形成了一段极为重厚的研究史，故对《原论》本身作深入

探讨，逮非笔者力所能及，除在注释里稍作资料介绍外，在此不多着墨，而专注于《原论》迻译为《几

何原本》时，概念术语的翻译、厘定是如何展开的问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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図１．引自中村幸四郎“《原论》の解说”（参考文献１７）



四、《几何原本》成立的条件及其意义

　　中国古代的数学，以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的天元术、四元术以及垜积术等为标志，在宋元时期曾达

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元中期以后，特别是进入明代之后，中国数学急剧衰落，汉唐宋元数

学著作在明代大都散佚，失传。有明一代，甚至连大数学家顾应祥（1483～1565）、唐顺之（1507～

1560）等，对增乘开方法（即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却浑然无解。制度上的原因为明代八股取士，学人思

想禁锢严重，故很少有人关心数学。但明代数学专注实用，逐渐疏离算数运算，尤其是各种高次方程

解法，是为一大要因。与此同时，算盘（珠算）的发明与使用、推广，似对此风气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

的作用

9。

　　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万历三十五年，即西历１６０７年，《几何原本》在北京首次刊刻出版。

异于日后康熙期的官版《御制数理精蕴》，《几何原本》的出版，虽有徐光启这样的朝官参与其事，但其

活动自始自终都是纯粹民间性、业余性的，这是其成书值得注意的一面。如所周知，徐光启都是在每

天做完例行的“馆课”后、才来教堂聆听利玛窦讲解《原论》，切磋翻译、厘定术语，回到家中还要独

自挑灯夜读，反复琢磨，直到把当天所学所思完全消化为止。利玛窦在《中国基督教传教史》里，这样

记叙了徐光启参与译述活动的经过：

保禄博士…每天都来我们家访问，并花上三、四个小时与神父一起从事这项工作。这大大地

提高了我们的威望。因为京城内外人皆知晓，翰林院的名人大员每天都来访问我们，并受课

学习。而他一旦理解了这本精致而难懂的书之后，便亦乐此不疲，以致与同事们的话题，也

是惟此不谈。这样，为了把这本书译成简明易懂，同时又不失优雅的著作，（他们）夜以继日，

反复磋商，一年多全力以赴探讨的结果，终于完成，译出了这本书最重要的前六章。…一刻

好板，便印刷了许多部，分赠给友人们以及希望得到的人们。 10

　　对利玛窦而言，教授并尝试与中国士人共同翻译西方科学著作，固然是以“学术”的手段，以期达

到顺利传教的目的，同时也顺势“煞煞这个王国文人（士大夫）们的傲气”11。尽管如此，对翻译《几何

原本》这一会通东西，影响深远的大著，今天看来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

　　另方面，利玛窦自幼便在家乡马切拉塔（Macerata）的耶稣会学校接受启蒙教育。成人后，更先后

在当时的欧洲也属一流的耶稣会罗马学院（Collegio Romano, 今日的罗马大学） 12，葡萄牙古都科因布拉

大学（Universidade de Coimbra）学习。尤其是在罗马学院，利玛窦曾从名师“丁先生”研读天文、数学，

不仅饱学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诸知识，而且浸染了人文主义这一时代精神。入明后，更是精

研汉文，熟读经书。一方面，譬如译述《几何原本》、《同文算指》以及《天主实义》那样，他通过讲解

拉丁文，将欧洲的科学知识以及神学思想介绍给中国；另一方面，又将中国经典如《四书》翻译成拉丁

文介绍给欧洲，引发了欧洲和东亚一连串的思想和社会现象。可以说，利玛窦才是名副其实的文艺复

兴人，是东西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通才”（unmo univer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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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徐光启不愧为中国近代科学先驱者的称誉，也是一位素重实学，尤对数学有特别领悟

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事实上，没有这两位中西历史上“文化巨人”的相遇，《几何原本》的翻译成

书这项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创举，便不可能在明末那一特定的时空里产生。从利玛窦的“译几何原本引”

和徐光启的“刻几何原本序”、“几何原本杂议”、“题几何原本再校本”等几篇序言中，我们不仅可以

体味到利、徐二翁译书过程的苦心惨淡；更能读到他们对东西文化的理解和诠释，是今天理解《几何

原本》及那段东西会通历史意义的不可多得的文献。仅从此点来看，以往那种对这段历史部分肯定整

体否定的评判，显然不符历史的事实。毋宁说，今天对其世界性的首创意义，尤其是对后世东亚社会

与历史的影响，都应实事求是地予以公允的、历史的评价13。

五、 《几何原本》的底本

　　许多积累丰富、卓有见地的既往研究表明（近年最专精、最全面性研究，当属安国风博士的EIC），
《几何原本》的底本，乃是利玛窦据其师克拉维乌斯注解并增写的十五卷拉丁文本，此书初版于1574

年。而希思的英译版（ETPOE），以及中村幸四郎等的日译版（参考文献17），都是根据丹麦杰出的古文

献学家、数学史家海伯格（I.L.Herberg）整理编缉的希腊文《欧几里得全集》（Euclid opera ominia.ed., 

I.L.Heiberg et H Menge Lipsiae 1883-1916）中的十三卷本《原论》译出。最近由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

的《欧几里德全集》全五卷的第一卷《原论Ⅰ―Ⅵ》，也即根据上述海伯格的版本。 14　因此，由于时代、

底本以及语言的不同，无论在全书的体例结构上，还是在内容方面，《几何原本》都与之颇相异趣，在

研究其概念的翻译与厘定方面，不无参照意义。本文主要依据的汉文译本，是收入《徐光启著译集》

（XGQZYJ）的版本。在此版本上，清晰可见许多校正或涂改的笔迹。据朱维铮教授等的研究，这一版

本很可能就是徐光启的三校本。 15

六、定义、公设、公理诸概念的翻译与公理体系问题

　　希腊数学史家希思曾指出：“几乎所有的数学术语，要不纯粹就是希腊文，要不就是译自希腊文的

拉丁语”。 16  因此，若要厘清《几何原本》在汉文语境里的概念术语，首先必须从语源学上，厘清希腊语

与拉丁语的语义意涵，从而以之与汉文加以比较，才能看出语义的转换与概念生成、厘定的技术过程

及其关系。在此，我们当然无法考察《几何原本》的所有术语，因而作为理想性范型（Ideal Type），暂

选取定义（点、线，面）、公设、公理（共通概念）等具有代表性的表述来加以考察。

　　１．定义=界说（   = definitiones = definitions）
　　在汉文语境里，开宗明义虽古已有之，却仅止于文章作法而已，并无今日逻辑学意义上的定义含

意。尤其是在注重实用性的中国数学传统里，确未能展现出在一种严格的定义前提下来命题求证的思

ὅρο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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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或许是深諳中国数学上，换言之，即中国人在逻辑思维上的这一“弱点”，利、徐二翁经反复磋商，

才最终选定翻译欧几里得的《原论》吧。利玛窦在其《中国基督教传教史》里，如此记叙了其动机经纬

道：

众所周知，在中国数学虽然极受重视，但却缺乏（理论）基础。因此，在这种状况下，即便我

们有意传授其他的科学知识，而无此书，必将一事无成。这是因为此书的论证（方法）极其明

快的缘故。 17

    尽管在数学史上，定义、公设以及公理的陈述本身问题不少，但欧氏《原论》一经问世，古希腊理

论数学便一枝独放，技压群芳，完全可以说是得益于定义、公设以及公理这一演绎体系。在明末的中

国，徐光启显然是少有的几个理解了其重要性的人物之一（同为明末天主教“三柱石”之一的杨廷筠，

则自叹终生未能领悟其中奥理），因而才竭尽殚思，力欲将其译介到汉文语境里来。

    今天译作为定义的古希腊文“ ”一词，本是境界，或者界限的意思，后转而也指划分土地的界
桩。利、徐将其汉译为“界说”，可谓十分传神达意。 18  在《几何原本》的翻译底本，即克氏十五卷拉丁

文本《欧几里德原论》 19里，定义命题部分之前，除了“献辞”（Epistola）、“致读者”（Ad Lectorem）之外，

还有长达十九页之多的“绪论”（Prolegomena），讨论了包括“欧几里德原论与几何学”（Divisio 

Geometriae & elementorum Euclidis）在内的许多数学上的理论问题。尤其是卷一的三十六个定义，每个

都给予了相当详细的注解。但《几何原本》第一卷之首，对“界说三十六、求作四、公论十九”的概述

极其简明。例如：

界说三十六则

凡造论，先当分别解说论中所用名目，故曰界说。凡历法、地理、乐律等章；技艺、工巧诸

事，有度有数者皆依赖十府中几何府属。凡论几何者，先从一点始，自点引之为线，线展为

面，面积为体，是名三度。

　　克氏欧氏原论中的大量注解部分，《几何原本》几乎略而不论，未予翻译。不难想见，除了语言翻

译的困难之外；浸透在克氏数学注解中的天主教神学思想，都是个中原委。尽管如此，但上述三言两

语，却也说明了定义=界说的意味，且明示了其涵盖的范围、以及由点、线、面构成空间三度（三维

空间）的欧氏几何学平行线公理及其体系。夸张地说，自先秦墨荀以及名家萌发命题逻辑思维、以及

唐初玄奘、义净（635～715）的因明论以降，这是汉文语境里首次明确对定义的说明。耐人寻味的是，

上述“皆依赖十府中几何府属”一句，显然是基于亚里士多德《范畴论》的阐述。然而，在XGQZYJ版

《几何原本》里，恰是此句被用毛笔圈上括弧号。如果此书确为徐光启三校本的话，则不妨大胆推

测：或许是徐氏考虑到时人一时难以理解亚里士多德范畴论思想，为使人易懂易学，才反复琢磨，删

繁就简留下的笔迹。这当然只是一种猜想而已。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徐、利的翻译标准，一是求精

ὅρο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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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一是求简明。即便今日来看，《几何原本》的译文，仍是言简意赅，几近完美。清末梁任公赞之为

“字字精金美玉”，确为中鹄之言。

    以下将点、线、面定义的几种语文译文列示出来。但在此对其具体的内容与数学上的意义，并不

作深入探讨，只是为进一步探讨概念的翻译以及确定过程，作一种语源学上的具体提示而已。 20

　　　　　　　　　　　　　　　点

　希　　　　　 （海伯格古希腊文版）

　拉　　　　　PVNCTVM est, cuius pars nulla est.（克氏拉丁文版）

　汉　　　　　第一界  點者無分（点是没有部分的）。（利徐汉文版、括弧内为现代汉语版）

　英　　　　　A point is that which has no part.（希思英文版）

　日　　　　　点とは部分をもたないものである。（中村幸四郎日文版）

　　　　　　　　　　　　　　　线  

　希           

　拉          LINEA vero，longitude latitudinis expers.

　汉          第二界  線有長無廣（線只有長度而没有寛度）。

　英          A line is breadthless lenth.

　日          線とは幅のない長さである。

                            

 　　　　　　　　　　　　　　 面

　希           

　拉          Svperficies est, que longitudinem, latitudinermq; tantum habet.

　汉          面者，止有長有廣（面只有长度和宽度）。

　英          A surface is that which has lenth and breadth only.

　日          面とは長さと幅のみをもつものである。

　　２．求作=公设（ =postulata=postulates）

　　　　　求作四则

　　　　　求作者，不得言不可作。

    “ ”是意为“要求”的动词“ ”的被动态分词复数形，意思是“所要求的东西”21。值得

注意的是，前述直接催生了十九世纪非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欧几里得第五公设”，《几何原本》中未予

Σημîόν ἐστιν,οὗ μερος οὐφέν.

Γραμμὴ δὲ μῆκος ἀπλαές.

’Σπιφανειά δέ ἐστιν,ὅ μῆκος καὶ πλάτος μόνον ἔχει.

αἰτήματα

αἰτήματα αἰτέ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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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出。这是因为克氏的《欧几里德原论》，同样未予译出的缘故。

　　３．公论=共通概念（ =communis animi conceptiones=common notions）

   

　　　　论十九则  

　　　　公論者，不可疑。

    共同概念也常常称为公理（ ）。公理与公设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适用于全部数学的命题；

后者则仅限于几何学上的命题。也就是说，在求证命题时，须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否则便会陷入

无限循环的议论之中。所以《几何原本》概述为：公论者，不可疑。简洁明了，不容置疑。公理思想及

其体系，可以说是《几何原本》的精髓所在。但一般以为，近代以前，欧氏几何学的公理思想，换言之，

即其逻辑演绎体系，在当时的东亚各国，实际上并没有获得更多的理解者，影响极为有限。纯粹从数

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一看法似也未必空穴来风，毫无根据。例如，被誉为“清代算学第一”的梅文鼎

（1633～1721），尽管也认为传统的勾股算术与《几何原本》形式虽异，却于数理上可以会通，因而在

《几何通解》、《几何补编》中，便从传统的勾股算术的角度，论证了许多《几何原本》的命题，但对其

公理体系的证明法，却始终未见有发挥和明确的阐述22。当时一流的数学家尚且如此，其他的状况，由

此便不难想见。

    然而，一种建立在严密的数学基础上的思想及其体系，其在历史中的作用，显然不会仅局限于一

时一面。如果仔细爬梳同时代，乃至稍后时代文人学者，比如李贽（号卓吾，1527-1602）、方以智

（1611-1671）以及戴震（1724-1777）等的各种著作，其影响所及，似应不难觅见。事实上，清代的考证

学，便在方法论上受到其影响。时至清末，由于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续译《几何原本》后九卷工作的完成，

《几何原本》全本得以问世，其影响就更为彰显。谭嗣同（1865～1898）的《仁学》，便是一个极为典型

的例证。 23

 

七、　小结与今后的课题

　　关于《几何原本》的译述活动，由于除前述利玛窦《中国基督教传教史》的片言只语，以及徐、利

的数篇序言跋语外，没有如日本兰学鼻祖杉田玄白（1733-1817） 追忆自己译述苦心经历的《兰学事始》

这样一本专门著作，因而考证其译述的经过，便显得比较困难。或亦正因为此，日本的科学史家大多

认为，近代以前，《几何原本》及其公理思想对东亚各国，尤其是日本社会几乎未能给予真正的影响。

理由是在日本，江户时代中期以降，以关孝和（1640-1708）及其高足建部贤弘（1664-1739）为代表的和

算家异军突起，蔚为大观，以致浸染其中的日本人难以理解，或者说无须顾及几何学的推理证明的需

要。 24  然而，尽管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史料，重新检讨既往的研究成果，但《几何原本》的演绎论证的

κοιναί ἔννοιαι

ἀζιώματ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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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及其思想予以东亚诸国的影响，从中、日、韩（朝鲜）等东亚诸国的各种文献中，还是有迹可循的。 25

 
比如，到享保5（1720）年，江户幕府八代将军德川吉宗（1684-1751）颁布政令，解除了基督教教理书

之外的历法、数学等书的禁令。《几何原本》由此传入日本，徐光启等厘定的几何学术语，如点、线、直

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三角形等、在日本沿用至今。至江户末期，著名洋学思想家佐久间象

山（1811-1864），更在其名著《省諐录》中强调：“详证术，乃万学之本也。（中略）推算・重力・几

何・详证之术，皆应并究悉之”。 26 其影响所披，由此亦可见一斑。

    在朝鲜半岛，十七世纪初以降，两度“胡乱”之后的李朝社会进入了其后期阶段。本来，历李朝社

会，朝鲜的士人（两班）阶层几乎是朱子学一边倒，数学等自然科技方面，则主要由下级技术阶层的

“中人”阶层承担。尽管如此，进入后期的李朝社会，在思想风景线上，则是实学思潮与西学运动相互

激荡，一时亦蔚然可观。其成果之一，如十八世纪中期的名儒、官至“工曹判书”（大臣级）的李家焕

（1742-1801），就曾反复精读《几何原本》，并以朝鲜几何学权威自居。后因受“黄嗣永事件”牵连赴死

之际，还自吟“老夫若死，则东国绝几何种也”（“黄嗣永帛书”）。今天高丽大学汉籍图书馆，亦藏有

《几何原本》1607年初版本的手抄本，都是例证之一。 27

　　总之，十七世纪初以降至十八世纪后期，以《几何原本》为代表的一系列汉译西学书，在汉字文化

圈的东亚各国发挥的多面性的、深远的影响作用，是一个极富意义，亟待深入拓展的研究课题。从独

立的个案研究，到综合性的合作研究，都有待积极展开，逐步深入。并不仅仅旨在重构历史、阐发思

想这一历史编纂学上的意义；亦为我们汲取历史教训、走向未来提供更多更好的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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図２． 図３．图２，图３为韩国高丽大学汉籍图书馆藏《几
何原本》１６０７年版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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図４．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藏书楼图书馆所
藏克拉维乌斯解说１５卷版《原论》

図５．

図６．图５、图６为比利时安特卫普
国立公共图书馆所藏

　　　（Anterwepen Staatbibliothek）
　　　１５７４年版克拉维乌斯注解的十

五卷本拉丁文《原论》扉页和正
文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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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to commemorate its 400th anniversary, 1582-1982. Pontificia Academia Scientiarvm: Specola Vaticana,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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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哈斯金斯著、夏继果译《１２世纪文艺复兴》、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２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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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小林剛訳《中世における科学の基礎づけ―その宗教的、制度的、知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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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二章“翻译运动与中世纪西方文化的复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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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点，李天钢教授有一较为中肯的解释：“明末清初，外语还没有形成专门学问，中国人学习外语一没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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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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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deutung für Entwicklung der Mathemati”，见同氏著The Devolopment of Mathematics in Medieval Europe:the Arabs, 
Euclid, Regiomontanus,（Variorum Collected Studies Serics CS811,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6）。安 国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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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川名公平等译《中国キリスト教布教史》（Ⅰ−Ⅱ，大航海时代丛书第Ⅱ辑８−９）、岩波书店、１９８２年。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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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拉丁文本的英译本（N.Y.Random House, 1953） 重译而成。尽管译文还通畅，但
是由于数度转译，很多意思，就与原文出入甚大。意大利汉学家白佐良（Giulianno Bertuciioli，1923～2001）曾指
出：“他（指金尼阁-笔者注）翻译的相对自由简易，与意大利原本有一定出入，但毕竟对利玛窦著作的流行做
出了贡献。…1953年，又被译为英文，但却实在令人遗憾，因为当时意大利原本已经能够找到。原本在1911-1913
年和1942-1949年出版过两次。考虑到利玛窦是原作者，英译者应该采用原本而不是金尼阁的拉丁文本。”见白
氏“意大利汉学：1600-1950”，载《海外中国学论评》（第三辑、上海辞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
　　　下面具体看看在描述徐、利翻译《几何原本》的动机经纬时，中、日文版的不同之处。
　　　中文版译文：

徐保禄博士有这样一种想法，既然已经印刷了有关信仰和道德的书籍，现在他们就应该印行一些有关
欧洲科学的书籍，引导人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内容则要新奇而有证明。…，但中国人最喜欢的莫过于
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一书。原因或许是没有人比中国人更重视数学了，虽则他们的数学方面与我
们的不同；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命题，却都没有证明。这样一种体系的结果是任何人都可以在数学上
随意驰骋自己最诳诞的想像力而不必提供确切的证明。欧几里德则与之相反，其中承认某种不同的东
西；亦即，命题是依序提出的，而且如此确切地加以证明，即使最固执的人也无法否定它们（见５１７页）。

　　　同一段落的日文版译文：
ドットール・パーオロは、神父たちやわたしたちの国の事物の権威を高め、これによってキリスト
教の進展をはかること以外に何も考えていない人のようであった。彼はマッテーオ神父と相談して、
わたしたちの自然科学書を何か翻訳することにした。わたしたちがいかに熱心に事物を研究し、い
かに立派な根拠にもとづいてそれを確認し立証しているかを、この王国の文人たちに示すためであ
る。そうすれば、わたしたちの聖なる宗教にしても、人びとが安易に信奉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では
ないことを、文人たちが理解するかもしれなかったからだ。そこで、さまざまな書物について話し
合ったすえに、当面、エウクリーデの≪幾何学原論≫の各書の翻訳が最善であろうということに
なった。なぜならばチーナでは数学が重視されていながら、その基礎ができていないと誰もが言っ
ていたからだ。わたしたちが何か他のことを科学的に教えたいと思っても、この本がないと何もで
きなかった。とくにこの本の論証はきわだって明快だったからだ（第二册７１～７２页。保禄博士似乎
成天尽想着如何提高神父们、以及我们国家的体面和权威，并以此来促进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他与利
玛窦神父商量，决定翻译某种我们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从而向该王国的文人（士大夫）们表示：我们
是如何热心地研究各种事物，并本以确凿的证据来论证之。如此一来，文人（士大夫）们当会理解：对
我们神圣的宗教，大家亦决非是轻信盲从。因此，经反复磋商，讨论了各种书籍后，最后得出了最宜
翻译欧几里德《几何学原论》的结论。因为谁都知道，在中国，数学虽然极受重视，但却缺乏（理论）
基础。因此，即便我们有意传授其他的科学知识，而无此书，则势必一事无成。因为此书的论证（方
法）极其明快。—此处中文为笔者试译）

　　　同一段落意大利文原文：
Il Dottor Paolo, che pare che non pensava altra cosa che autorizzare i Padri e le cose Della nostra terra per 
promover con questo più la christianità, piglio consegliò col P.Matteo di tradurre qualche nostro libro di scientie 
naturali, per monstrare ai lettenrati di questo regno con quanta diligentia i Nostri investigano le cose, e con quanto 
begli fondamenti le affermano e provano; da dove verrebbono a intendere che nelle cose della nostra Santa 
Religione non si erano leggiemente mossi a seguirle.E parlando di varij libri, si risolsero per adesso il miglior di tu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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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ebbe tradurre i libri degli Elementi di Euclide, persiochè la matematica era nella Cina stimata, e in essa tutti 
dicono senza fundamento; e noi vlendo insegnare qualche cosa a parte e scientificamente, senza questo Libro non 
si poteva far niente, specialmente per esser le demonstrationi di questo libro molto chiare.（FONTI RICCIANE. P.356）

　　　日文译文非常忠实意文原意。寥寥数语，便把《几何原本》翻译的动机经过，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中文版则
因多重转译，关键处显得语焉不详，引用时应有所留意。另外，声称同样译自FONTI RICCIANE史料的台湾版
《利玛窦中国传教史》（见参考文献 ４ LMDQJ、罗光“利玛窦书全序”）的同一处译文，不知何故却与大陆版极相
仿佛，十分令人意外。

11 
同上。

12 １５１１年创立的罗马学院，由于罗耀拉的特别垂顾，很快便成为耶稣会最重要的教育机关，不仅拥有以克拉维乌
斯（1537～1612、Christopher Clavius、“丁 先 生”）为首，包括格林贝格尔（1561/64～1636、Christoph Grienberger）、
帅纳尔（1575～1650、Chrisotoph Scheiner）、基歇尔（1601～1680、Anastasius Kircher）等在内的当时欧洲第一流
教授队伍，而且从伽利略（1564～1642、Galilio Galilei）也短暂做过客座教授的事实来看，罗马学院丝毫不辱“世
界的集约”称誉，名副其实为当时世界最高水准的学术机关之一。日后在东亚传教活动中卓然有成的范礼安、
艾儒略、汤若望、卫匡国（1614～1661）以及卡罗·斯皮诺拉（Carlo Spinola，1564～1622）等都曾为罗马学院的
学生。参见Ugo Baldini, ‘The Academy of Mathematics of the Collegio Romano from 1553 to 1612’ , Mordechai Feingold 
ed., Jusuit Science and Republic of Letters, The MIT Press, 2003. pp.53～98. ウィリアム・バンガート著、上智大学中
世思想研究所監修『イエズス会の歴史』、原書房、２００４年、１２９～１３０頁、Gianni Criveller（柯毅霖），Preaching 
Christ in Late Ming China，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1997（王志成等訳『晩明基督論』、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１２～１４頁。

13 
典型的如六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初版，１９９２年第４刷），详见第四卷（下）
第二十七章“明末天主教输入什么‘西学’?具有什么历史意义?”。 

14 
斋藤宪・三浦伸夫译・解说《エウクレイデス全集》第１卷原论Ⅰ―Ⅵ、东京大学出版会、２００８年１月初版。这
套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并声称其研究水准堪与欧美比肩的《欧几里德全集》，是除希腊语与拉丁语外、世界上
第一部现代语文译版。详细可参见三浦伸夫“新しいユークリッド像に迫る―『エウクレイデズ全集』刊行に寄
せて”《UP》、东京大学出版会、２００８年２月号。

15 
见ZWZYJ、“《几何原本》简介”、２９７页。笔者去秋（２００８年）在顺访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时，曾翻阅过１６０７年
六卷本初版《几何原本》以及几部手抄本。饶有兴味的是，图书的藏书印除耶稣会外，还有王室图书馆
（Bibliothque Royale）以及国家图书馆手抄本部（Bibliothque National Manuscrits）等印，似可一窥图书收藏的变迁
状况。其中图书编号为４８５５～４８５６的《几何原本》，为１６０７年的初版原书。在遥远的欧洲，得识四百多年前明版
珍本的庐山真面目，感慨之情，确难以言表。编号４８５７～４８５９的版本，书名以罗马字手书为：‘Ki Ko Yuanpen’。
此版本不仅有句逗；还有不少眉批，加重点号等，显系某人仔细阅读过。此外，该版还有不少衍文，缺页现象。
如第三十五、三十六界之间衍一文：“凡有法四边形皆平行线方形也。”其后，缺掉整整一页，第三十二题后，
又缺整页等，不一而足。今后若能理清这些版本收藏状况的来龙去脉，不仅对《几何原本》版本的流转情况研究，
而且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似都不无益处。

16 Sir Thomas Little Heath（1861-1940）: A manual of Greek Mathematics, Oxford, 1931。此处参见日译本（参考文献１３）
“序论-希腊人与数学”，１页。

17 
见前出《中国キリスト教布教史》第二册，７１～７２页。

18 
参见前出《エウクレイデス全集》第１卷，斋藤宪“《原论》解说（ Ⅰ −Ⅵ卷）”，６９～７２页，以及中村幸四郎“《原
論》の解説”，中村幸四郎等译・解说《ユークリッド原論》（共立出版，１９９６年刷缩版）４８９～４９２页、安国风EIC，
pp.147～149，参考文献１３，日文版第１册１７６～１７８页等。古希腊文的中文译词，也参见了罗念生、水建馥编《古
希腊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下同。

19 
在此感谢日本东京大学佐佐木力教授慷慨提供克氏拉丁文版十五卷本《欧几里德原论》（CD-ROM版）。

20 
详细可参见上述希思、安国风、中村幸四郎、三浦伸夫、斋藤宪著作中的相关论述。

21 
同注17斋藤宪“《原论》解说（Ⅰ－Ⅵ卷）”，６９～７２页。

22 
参见参考文献２６《中国数学史》，第十四章“梅文鼎的数学著述”，２５８～２７５页。

23 
《仁学》的成书与出版时间，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在１９００年前后。详细见坂元ひろ子“《仁学》解说”，西顺藏、
坂元ひろ子译注《仁学》岩波文库版，１９８９年８月第一刷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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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XGQZYJ 《徐光启著译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１９８３年。

２、XGQJ 《徐光启集》、王重民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３、TXCH 《天学初函》、李之藻辑、吴相湘主编、中国历史丛书、台湾学生书局、中华民国５４年初

版、同７５年三刷。

４、LMDQJ 《利玛窦全集》刘俊余、王玉川合译、台湾光启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五年。

５、ZWZYJ 《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朱维铮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６、SZSW 《明末天主教三柱石文签注―徐光启 李之藻 杨廷筠论教文集》、李天纲编注、香港道风

书社、２００７年。

７、XGQLWJ 《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席泽宗主编、学林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８、FGHX 《法国汉学》第六辑、科技史专号、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４月。

９、EIC Peter M.Engelfriet（安 国 风），Euclid in China, the Genesis of the First Traslation of Euclid’ s 

Elements in 1067 & its Reception up to 1723, Leidden: Brill, 1998（安国风著、纪志刚等译《欧几里得在

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８月）

１０、AIC Robert Wardy, Aristotle in China: Language, Categories and Transl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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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见前出《エウクレイデス全集》第１卷原论Ⅰ―Ⅵ、三浦伸夫的解说（第４６页）：“在十七世纪，克拉维乌斯的拉
丁语版出版不久，即有了汉译（但只是前六卷而已，全译本则要等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完成）、以及满洲语译本。
然而，《原论》对中国数学，似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而在江户时期的日本，通过汉译输入了《原论》亦即《几何
原本》，然而构成其核心的几何学论证的重要性，在具备独自范式的和算传统里终未被理解。直至明治初年，其
重要性才由在西方学习数学归来的菊池大麓等所认识，并通过英译而将其导入学校教育之中”。

25 
《几何原本》在中国的影响问题，可参见梅荣照等“《原本》传入对我国明清数学的影响”，席泽宗等编《徐光启研
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26 
参见佐久间象山《省諐录》，岩波文库版。

27 
详细参见拙稿“韓国所蔵漢訳西学書に関する書誌的考察”（上、下）、弘前大学人文学部《人文社会论丛》（人文
社会科学篇）第１９、２０号。

　（本稿は、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８～９日、中国上海市徐匯区政府、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会、復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サンフランシスコ大学マテオ・リッチ中西歴史文化研究所、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新民晩報社の共催によって、
上海 斯波特大酒店 で開催された「紀念徐光啓曁『幾何原本』翻訳四百周年国際研討会（Int'l Academic Seminar 

ス ポ ー ツ ホ テ ル

to Commemorate Xu Guangqi and the 400th Anniversary of translation of Euclid's Elements）」での発表原稿に、修正ま
た一部データを追加して再構成したものである。なお、発表原稿の原題は、「『幾何原本』的成立及其在東亞
的伝播―以概念的翻訳与公理思想為中心－」とし、上述の研討会論文集に収録され、昨秋上海の出版社から
出版される予定だったが、事情により、今秋に延期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本研討会の内容とその情景につい
ての紹介は、筆者による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大会レポート「東海西海　心同理同ー紀念徐光啓曁『幾何原本』翻
訳四百周年国際研討会速記」（『東方』２００８年４月号、総３２６号、国際科学史與科学哲学聯合会科学史組中華民
国委員会『科学史通訊』第三十一期、中華民国九十七年）がある。合わせてご参照くだされば幸いである。本
稿は、平成１７～２０年度日本学術振興会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Ｃ「課題番号１７５２００６５」の研究途上報告の
一部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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